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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溢油事件的社会影响研究
＊

陈　涛
（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２６６１００）

摘　要：在渤海溢油事件的影响研究中，学术界开展了深入的环境影响和经济影响研究，但忽视了社会影响研

究。而渤海溢油事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进而影响了溢油事件的解决进程。研究发现，渤海溢油事件

既在社会舆论、环境抗争、社会稳定、社会心理等层面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性问题，也在制度创新、产业布局调整和

海洋环境意识等层面产生了积极的倒逼机制。渤海溢油事件的社会影响具有系统性、连锁性、复杂性和潜伏性等

特征，因此深入的、持续的追踪研究十分必要，而这更加突出了开展社会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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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社会，海洋溢油事件频频发生。美国学

者艾莉指出，每年发生在美国海域内的就有１６００多
次，几乎都无人注意，更不要说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
海上的上千次泄漏。［１］（Ｐ２２４）在我国，１９８７—１９９６年
１０年间发生溢油事故１８５６起，相当于每２天发生
一起。［２］（Ｐ１）溢油事件的频发性，由此可见一斑。层
出不穷的溢油事件不但凸显了现代性的负面效应，
也彰显了风险社会（ｒｉｓ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特质。
２０１１年在渤海海域发生的蓬莱１９－３溢油事
件，累计造成超过６２００平方千米海水污染，是中国
海洋资源开发以来最严重的事故。［３］（Ｐ２３２）２０１３年３
月，国家海洋局发布的《２０１２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
公报》显示：渤海溢油对邻近海域造成的污染损害依
然存在，海水中石油类含量仍高于溢油事故前的平
均水平。渤海溢油事件发生后，学术界开展了深入
的研究。综观这些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研究者
集中在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框架
内，尚未发现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二是渤海
溢油事件的影响研究集中在环境影响与经济影响，
而社会影响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查阅《中国海洋
发展报告》和《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不难发现这
些官方报告强调的依然是环境影响与经济损失，并
没有涉及社会影响。事实上，不仅渤海溢油事件研

究如此，国内学术界有关海洋溢油事件的研究都是
这种格局。然而，溢油事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
会影响，进而影响着溢油事件的解决进程。因此，渤
海溢油事件的社会影响研究亟待开展。
社会影响研究起源于美国。在这一议题中，学

术界采用的术语包括社会影响评价、社会影响评估
和社会影响分析等。弗罗伊登伯格认为，社会影响
评价（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简称ＳＩＡ）是对传
统的技术评价、经济评价和环境评价的发展，它吸收
了社会学的其它传统，比如，人类生态学、社会问题、
社会指数和评估研究，旨在研究项目的社会效应。［４］

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实施的发展

项目中，一般都有以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为主所开
展的社会评价研究，包括项目实施前的预评估、项目
建设周期内的监测评估以及后评估等三个程序，所
形成的研究报告一般用“社会分析”（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这一术语进行表述。尼古拉斯·泰勒等人认
为，社会影响评价／评估过多地被当做一种聚焦于负
面社会效果的行动，“影响”常隐含着消极寓意，因此
他们主张使用社会评估（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并且
主张用效应（ｅｆｆｅｃｔ）代替影响（ｉｍｐａｃｔ）。社会评估
是运用社会分析、监测和公共卷入（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ｍｅｎｔ）方法记录和管理社会效应，关注的焦点是受
变迁影响的个人、群体、社区和社会部门。［５］（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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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渤海溢油事件为案例，探讨海洋溢油事
件的社会影响分析框架。这里的“社会影响”是在与
“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相对照的意义上使用的，
与“消极”所表达的寓意无涉，所探讨的核心议题是
渤海溢油事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同时，本文关注
的焦点是溢油事件而不仅仅是溢油本身所产生的社

会效应。
二、渤海溢油事件引起的社会问题
（一）社会舆论
社会舆论与溢油事件之间互相影响、双向作用。

一方面，渤海溢油事件掀起了广泛而深刻的舆论波
澜，影响了社会舆情。社会舆论聚焦于两个责任主
体，一是作为监管主体的国家海洋局，二是作为肇事
方的康菲公司。另一方面，社会舆论特别是网络社会
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溢油事件的解决进程。
首先，及时准确地发布权威信息一直是社会舆

论的期待焦点。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中，政府管
理机构掌握着权威信息的发布。但是，公众获悉渤
海溢油事件的源头既不是官方部门，也不是主流媒
体，而是来自作为新型传媒的微博。溢油事件发生
于２０１１年６月４日，消息最早出现在６月２１日的
微博上，而国家海洋局直至７月５日才开始对溢油
事件进行通报。可见，国家海洋局的信息发布滞后
于事件发生时点一个月，在此长达一月的时间中，公
众有关溢油事件的处置进展信息源都不是官方，由
此导致本来就比较脆弱化的政府信任再次遭遇危

机。作为中国海洋勘探开发和环境保护的监管主
体，国家海洋局由于信息发布滞后、监管缺位引起了
社会舆论的不满，受到诸如“不作为”等方面的深刻
批评。北京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贾方义就此向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状告国家海洋
局行政不作为。国家海洋局随后频频表态，对“不作
为”等批评进行解释：“２０１１年７月５日，国家海洋
局召开媒体通气会，对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集中解
答，以正确引导舆论。随后，国家海洋局进一步加强
信息管理，积极稳妥处理舆情网情及社会各方面的
关切，以客观公正地引导舆论”。［３］（Ｐ３２６）不难发现，在
官方的解释文本中，“舆论”是核心的关键词，在某种
程度上已经成为重要的公关对象。但这种解释难以
打消公众的质疑，并有转嫁责任嫌疑。朱谦认为，在
溢油事件处置中，国家海洋局虽然没有积极主动、及
时地发布信息，但一直要求康菲公司向公众发布环
境信息。它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是真正重视公众环
境知情权的维护，而是将公众强烈要求获知环境信
息的视线引到康菲公司，是为了转移公众对国家海
洋局关于溢油事件信息发布的关注，使之成为逃避
及时、准确和完整发布溢油事件信息的挡箭牌。［６］

“责任转嫁”深刻地反映了相关部门急于撇清责任、
转嫁责任的心态，这在当前的环境危机事件处置中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其次，康菲公司在污染源封堵和信息发布中的

“失信”行为掀起了广泛的舆论波澜。一方面，何时才
能彻底封堵污染源始终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康菲公
司在２０１１年８月３１日表示已经完成了彻底排查溢
油风险点、彻底封堵溢油源（以下简称“两个彻底”）工
作。但监管部门９月２日发现，事故附近海域海面上
仍有漂浮的油带，并有油花溢出，随后几日的持续监
管均发现有石油溢出。康菲公司不负责任的报告使
其饱受批判，并引起了诸如企业社会责任等议题的广
泛讨论。另一方面，究竟污染了多少面积海域，曾长
达数月未有定论。从最初的２００平米，到８４０平方公
里，再扩大至５５００平方公里，再到６２００平方公里（表
１），不断的变化考验着公众的心理极限，并经由大众
传媒的酝酿在社会舆论中持续发酵。
表１　２０１１年渤海溢油事件的污染面积变化和封堵进程

时间 主要事项

７月１日
据康菲石油公司报告，由该公司任作业者的蓬莱１９－３
油田于６月上、中旬发生渗漏，附近海面出现油膜，目
前渗漏点已经得到控制。

７月３日
中海油内部人士透露，中海油渤海湾一油田发生漏油
事故已基本处理完毕，由于泄露范围比较小，只涉及

２００平米左右，对事故海域及相关环境影响较小。

７月１４日
康菲石油公司首度披露事故数据，溢油量达１５００桶，
漏油量约２０５吨。

８月１３日

康菲公司表示，在蓬莱１９－３油田Ｃ平台周边海底潜
水探查时，发现还有剩余的来自６月１７日井涌事故
所溢出的矿物油油基泥浆，这使得矿物油油基泥浆溢
出总量增加到２５００桶，远超此前１５００桶的预期。

８月３１日
康菲石油向国家海洋局提交报告，表示已按照要求完
成了“两个彻底”。

９月２日
在蓬莱１９－３油田事故现场附近海域，海面上仍有漂
浮的油带，并有油花溢出。国家海洋局明确表示，康
菲公司对溢油源的彻底封堵没有完成。

９月１６日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公布的蓬莱１９－３油田溢油事故
海洋环境最新监视监测结果显示，蓬莱１９－３油田Ｃ平
台附近有油花溢出，Ｃ平台东侧发现仍有油带漂浮。

１０月１３日
国家海洋局网站通报称，蓬莱１９－３油田溢油事故附
近海面仍有油花溢出。据了解，从９月１日“康菲大
限”之后，Ｃ平台附近的油花溢出就从未停止过。

１０月１６日
１９－３油田Ｃ平台附近每天仍有少量油花溢出，附近海
面经常发现零星油膜分布。

１１月１１日
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公布调查结论，认定溢油事故系
一起重大海洋溢油污染的责任事故，导致污染海洋面
积达６２００平方公里。

资料来源：根据搜狐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ｏｈｕ．ｃｏｍ／ｓ２０１１／ｌｏｕｙｏｕ／）资
料进行整理。

上表分析表明，康菲公司在清查溢油源、封堵溢
油口和清污工作等方面进展迟缓，采取的措施多半
是临时性和补救性的。研究发现，溢油事件后，网络
公众的关注度走势在一段时间的增加后达到最高

值，而随着康菲公司没有实现国家海洋局要求的“两
个彻底”，而且还被找到了新的溢油点，公众的关注

９２



度再次随之增高。［７］康菲公司隐瞒真相和屡屡失信
行为漠视了公众的知情权，并使其处于舆论的风口
浪尖，成为舆论声讨的对象。特别是，康菲的傲慢态
度和耍伎俩行为，不断地引起了舆论哗然。比如，在
溢油事件发生已逾半年之际，在渔民们纷纷对康菲
公司提起索赔诉讼时，康菲公司却表示，“基本没有
证据显示溢油事故对环境造成影响”。［８］媒体纷纷发
出了诸如《康菲的傲慢从何而来？》的追问。各大网
站纷纷设置专题讨论版块，产生了诸如《渤海溢油真
相》、《事故真相陷入迷雾》等对扑塑离迷的溢油原因
以及事件中的法律和政府责任的追问与反思。
诸种社会舆论不仅是社会公众对肇事主体、监

管主体和管理制度茶余饭后的评论，而且，经由大众
传媒的加工，公众的意见、态度、期望和情绪变成了
有组织的公开表达，进而成为渔民维权的重要工具。
在某种程度上，大众传媒的发展已经影响了社会结
构，促进了媒介化社会的形成。这些舆论通过媒介
化社会的动员、整合和扩散，不但促进了溢油事件的
问题化，而且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如果没有社
会舆论的影响和媒介化社会的推动，生态索赔等问
题会更加困难。简而言之，社会舆论对不可一世的
肇事方形成了对抗性力量，并对其形成了看似无形
却具有实质意义的压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溢油事件的解决进程。

（二）环境抗争
环境突发事件容易引发环境抗争，而在中国当前

的社会格局中，游行、示威以及极端的抗争行为较少，
多数的环境抗争都比较温和，示威游行等活动少见。
近年来，溢油导致的鱼类贝类死亡现象时常发

生。以长岛为例，该海域自２００６年以来已发生１３
起大规模油污染事件，在渤海溢油事件发生之前，即
２０１１年３月还发生过原油和燃料油并存的油污染
事件。当地渔民和养殖户对此每年都有反映，但真
正通过打官司进行索赔不仅耗时耗力耗钱，真正能
打赢官司拿到赔偿金的案例少之又少。即使幸运地
拿到手的一点点补偿，也与损失相去甚远，渔民对此
十分不满。① 渤海溢油事件使渔民经济利益蒙受重
大损失，但是，因为取证难、立案难等原因，渔民的环
境抗争一直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且，当地政府
并不支持渔民的环境抗争。《新民周刊》对此进行了
专题报道：“漏油之后，海货死了不少，养殖户的损失
挺大的，但上面不让说，后来又说海货死了跟漏油没
关系。有些养殖户气不过，在长岛论坛上发帖子，可
是上午发的帖，下午上去一看就已经被删了……长
岛论坛上，都试图把事件大事化小，向网友灌输的观
点是：这次溢油根本没什么大事，都是媒体夸大其

词、造谣生事”。［９］不仅如此，面对渔民的环境诉讼，
相关法院甚至以“证据不足”为由予以驳回。
渤海溢油事件发生后，山东渔民开展了持续的

环境抗争。“长岛县２０４养殖户向康菲索赔书”显
示，溢油事件后渤海海域６２００平方公里的海水水质
下降为劣四类，砣矶岛等周围岛屿离漏油平台最近，
是污染的中心和重灾区。当地渔民养殖的虾夷贝品
种是２年的生产周期，２００９年投放养殖的虾夷贝在
２０１１年收获季死亡了９０％以上。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
年投放养殖的虾夷贝陆续死亡、几近全军覆没，渔民
投入养殖的资金面临三年绝收、血本无归。砣矶岛
２０４户养殖户向康菲公司索赔６．０６亿元人民币。［１０］

２０１２年６月，国家海洋局公布的《蓬莱１９－３油田溢
油事故联合调查组关于事故调查处理报告》指出，溢
油事件造成的生态损害价值共计１６．８３亿元，康菲
公司支付河北、辽宁养殖户１０亿元赔偿，但是，山东
渔民的损失不在赔偿范围内。在此背景下，山东渔
民走上了跨国的环境抗争之路。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０名
山东渔民向康菲总部所在地的美国地方法院得克萨

斯州南区法院提交起诉状，被告是美国康菲。后来
原告人数增加至５００人，分别来自长岛县、烟台市牟
平区和莱州市。２０１２年９月，康菲公司向美法院提交
申请，要求驳回山东渔民的起诉。２０１３年４月的最新
消息称，美国法院已受理此案并开庭审理，５００位渔
民要求康菲支付赔偿费最少５万美元／人，而康菲公
司提出管辖异议，预计美国法庭将在６月裁定是否管
辖此案。［１１］目前，跨国的环境抗争仍未取得任何的实
质性进展，渔民的环境抗争充满着不确定性。
渔民的环境抗争起源于渤海溢油事件引起的经

济损失和生产秩序破坏，而环境抗争还会产生很多
次生效应，比如渔民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生产生活
秩序失调乃至区域社会不稳定，等等，笔者在后续研
究中将对此展开专题研讨。

（三）社会稳定
在社会转型期，维系社会稳定对于各级政府而

言都是头等大事。在网络社会快速发展期，基层政
府对环境突发事件更是极为敏感。因此，防范环境
污染中的群体性事件成为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而
在渤海溢油事件中，面对渔民的环境抗争，很多地方
政府不是通过治理促进社会稳定，而是在简单的维
稳思路下，采取“封堵”措施，将之视为危害社会稳定
的因素加以防患甚至干预渔民的维权活动。
财经《新世纪》在河北昌黎调查中发现，当地政

府并不是十分支持渔民的索赔行动。该县养殖协会
会长王有祥与其他养殖户最初是积极收集证据和联

系律师，准备适时起诉。但他回来变得消极：“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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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里都不让上诉，副县长找我不让接。”后来，北京盈
科律师事务所组织专家学者和环保组织开研讨会，
邀请王有祥参加。但该县养殖协会秘书长、县水产
局局长提出，让王有祥“以个人名义去”、而且“最好
别去了”。最终，王有祥没有去开会。此外，昌黎县
政府部门特意提到，要“积极做好信访稳定工作”，
“防止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发生”。［１２］

河北地方政府的“作为”并不是孤立现象。２０１２
年８月，笔者在长岛县调查时发现了同样问题。当
地政府部门对外界的调查和学术研究非常敏感。笔
者之前联系到一位熟人朋友，希望借此方便田野调
查的进入。而笔者还没进入调查地，所联系的熟人
就一再强调要“改变研究思路”，对地方政府要说是
“来调研生态养殖”，并一再嘱托不能说是调查溢油
事件。他还告知，北京某高校的研究人员曾来调查
溢油事件对水产品的影响，镇政府没有给予接待，他
们也没有获得任何的官方资料。考虑到信息的敏
感，笔者决定先了解当地的渔业经济发展。后来，笔
者在村委会碰到了一名副镇长。村委会负责人将我
们研究水产养殖业的情况向副镇长做了汇报。副镇
长的第一句话就是，“前一阵不是来过调研的人吗？”
村委会负责人说，“这次调研主题不一样”。后来，我
们表示希望了解当地渔业的发展情况，副乡长居然
说这是商业机密，不能说。后来调查发现，当地经济
以水产经济和旅游业为主，而水产经济以海产品出
口为主。因此，镇政府对外来媒体和学者的到来十
分敏感，对溢油事件的调研非常排斥。

《新民周刊》的报道可对此提供进一步说明：在
溢油事件刚开始被外界知晓时，长岛县政府希望媒
体介入，还曾主动找养殖户向记者反映损失情况。
但后来，县里的态度急剧变化，不让他们接受记者采
访，也不准跟任何人提溢油的事情，后面再来的记者
都在县政府那里碰了软钉子。［９］地方政府的这种行
为目的有二，一是为了维护当地的旅游和出口经济，
其本质是去污名化或曰去标签化，二是为了所谓的
维护社会稳定，防患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维系社会
稳定本身无可厚非，而且十分重要。但是，为了短期
的经济利益，回避溢油事件的影响并不可取。将之
作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加以防患，非但无益于社
会稳定，相反很可能因为限制渔民的维权活动而导
致基层政府的公信力降低，影响“国家—社会”关系，
甚至因此制造出新的不稳定因素。事实上，基层政
府的这种行为，已经和石油开采企业达成了利益共
谋关系，导致石油开采企业更加有恃无恐。就深层
次的结构性原因而言，这也是溢油事件后康菲公司
之所以能表现出傲慢态度的重要原因。

（四）社会心理
溢油事件会产生社会恐慌、不确定性和风险感

等社会心理影响。美国海洋溢油事件研究表明，它

会引起恐惧、无助感、孤立感等社会情绪以及心理危
机和精神抑郁等问题。［１３］（Ｐ１６７－１８７）渤海溢油事件也引
发了恐慌和不确定性等心理问题。
首先，渤海溢油事件引起普遍性的社会担忧。

对渔民群体而言，海面上漂浮的油污既让他们担心
水产品死亡引起经济损失，更担心水产品卖不出去。
对水产投资者而言，也引起了一定的市场骚乱。比
如，２０１１年９月６日曾有投资者在深交所投资者关
系互动平台上询问“青岛出现黑色物质污染，是不是
渤海湾的油污已经到了烟台这边？”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４
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公布渤海溢油事件周边环
境监视监测结果：蓬莱１９－３油田Ｃ平台附近仍有间
歇性油花溢出，每天都发现小范围油带。消息发布
当天，海产股早盘集体下跌，位于烟台的东方海洋
（００２０８６）成两市早盘惟一一只跌停股，多家机构争
相“出逃”。面对溢油事故可能对水产养殖业造成的
负面影响，二级市场上的投资表现得非常恐慌。不
少投资者纷纷选择“用脚投票”抛售东方海洋股票，
致使该股１４日盘中一度跌停。除了东方海洋，同为
海产股的好当家（６００４６７）、獐子岛（００２０６９）、壹桥苗
业（００２４４７）当日一道跳水。［１４］可见，心理担忧已经
直接影响了经济市场。
其次，渤海溢油事件引起了“环境与健康”的担

忧。海洋污染会通过食物链影响消费者的健康。比
如，伊努伊特人正受到他们体内有毒物质的影响，这
些有毒物质是由于他们食用生长在被污染的海水中

的鱼类和海生哺乳动物造成的。［１５］（Ｐ５１８）在现代社会，
环境污染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般情
况下，找到直接的因果关系非常困难，学术界探讨的
往往是相关关系。而对渔民群体而言，食用海产品
是否安全，事实上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溢油
影响区域的外界而言，同样存在着很多恐慌。比如，
由于各种传言推波助澜，外界对长岛及周边海域的
海产品心存疑虑，有的甚至不敢食用，导致当地的海
产品一度出现了价格下滑、产品滞销的现象。此外，
溢油事件爆发时正值旅游旺季，由于社会各界对溢
油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了解不够，部分游客担心海水
浴场水质和海产品质量受到溢油影响，取消了到长
岛、蓬莱等沿海市县旅游的行程，据不完全统计，仅
山东的游客数量就减少１０万多人［１６］。这种担忧事
实上来源于现代社会的风险感知。
三、渤海溢油事件产生的“倒逼机制”
所谓倒逼机制，最初来自经济学，是指货币供给

中的“倒逼机制”。在环境问题研究中，“倒逼机制”已
经成为一个大众化的词汇，诸如“以环境倒逼机制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表述十分常见。但是，学术界在
学理层面并没有给出明确而清晰的界定。笔者认为，
倒逼机制可以这样界定，它是人们针对特定环境问
题／事件而采取的积极的整改措施，包括在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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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社会观念层面产生的深刻的社会文化效应。具体
而言，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根据所要达到的环
境治理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和措施，比如，政府为了实
现环境治理目标而建立健全项目准入机制、环境监管
机制、产能淘汰机制，等等。二是特定的环境问题形
势严峻，暴露了环境立法、执法以及制度与管理层面
的弊病，迫使政府部门采取强制性环保措施，推动环
境执法与执法，完善相关制度体系与社会规范。三是
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引起了价值观念的嬗变，强化了公
众的环境意识，进而促进了环境友好型行为的稳定化
和常态化。相比较前两者而言，价值观层面的变化最
为深刻，是倒逼机制中最为深刻的效应。渤海溢油事
件所产生的倒逼机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推动制度创新
社会制度是为了满足社会有机体的需求而构

建，旨在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而渤海
溢油事件的爆发，则表明与溢油等环境突发事件相
适应的社会关系和规范体系存在重大制度性漏洞，
亟待修补和完善。
溢油事件暴露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和管理制

度的“短板”，进而促进有关法律条款和制度规范的
完善。比如，瓦尔迪兹溢油事件促使议会成员迅速
回应公众要求，乔治·布什总统随后签署了《１９９０
石油污染法案》和《１０１—３８０公众法》，这是参众两
院一致支持的决议，反映了对溢油后果的关注和敏
感达到了一个高峰。［１］（Ｐ２３２）渤海溢油事件深刻地揭
露了我国有关海洋环境突发事件以及海洋环境监管

中的法律困境、制度缺失以及应急处置体系的缺陷，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和环渤海地区有关海洋法

和海洋溢油事件的法律条款与制度的完善。在国家
层面，启动了全面的溢油风险排查与整改工作。国
家海洋局向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等１０多家开展海
洋石油勘探开发的生产作业者发出通知，要求吸取
渤海溢油事故教训，全面开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
油风险排查与整改。［３］（Ｐ３２６）针对渤海石油勘探开发
活动频繁、油井密集的实际，中国海监开展了渤海定
期巡航专项执法，对渤海各类石油勘探开发活动的
防污设备、污染处置、防污措施、溢油应急能力等进
行检查，着力加强对海上油田和石油平台的监管水
污染。［３］（Ｐ３５３）此外，国家加强了溢油应急能力和相关
预案建设，包括《中国海上溢油应急计划》、《海洋石
油勘探开发溢油事故应急预案》。在地方政府层面，
省级海上溢油应急预案得到加强与完善。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山东省海上溢油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开始实
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海上污染应急专项预案，标志
着山东海上溢油应急处置工作纳入省政府的统一组

织协调［１７］。此外，辽宁也建立了海上溢油应急体
系。目前，与溢油有关的法律条款和制度规范仍然
存在很多漏洞，亟待修订。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约束

海洋石油开采过程中的不法行为，进而促进社会良
性运行。

（二）引发产业布局调整
渤海溢油事件如同“多米诺骨牌”，所产生的一

连串连锁反应波及到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进而引
发环渤海地区的产业布局调整。
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推进，重化工行业布局的

沿海化态势日趋突出，给业已脆弱的渤海生态系统
带来了严峻挑战。而渤海溢油事件是一个重要信
号，成为调整环渤海产业布局调整的导火索。２０１１
年９月７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渤海溢油事件处
理情况，研究部署环渤海地区加强环保的重点工作，
直接涉及整个渤海湾的海上油气勘探项目和陆上石

化项目。会议要求切实改变沿海地区重化工比重过
大、过于集中的状况，严格控制新上石化项目。以每
个大型炼化厂３００－５００亿元初期投入计算，环渤海
三省一市未来将受影响的大型石化项目涉及上千亿

资金。渤海溢油事件后，石油和化学工业的“十二
五”发展规划将围绕优化布局进行调整，以推动环渤
海化工企业远离饮水源、沿江沿河、居民区、生态敏
感和脆弱地区。［１８］可见，渤海溢油事件是国家层面
调整环渤海地区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产业布局，实施
严控环渤海新上石化项目政策的导火线。

（三）社会观念层面
社会公众有关环境的认知不是自然形成的，也

不是简单的环境教育就能实现的。相比较纯理论的
信息传播而言，环境突发事件更能深化社会公众对
环境危机的认知，深化公众的环境意识。
美国海洋自然资源受油污损害评估就是这方面

的典型案例。美国海洋生态损害评估以自然资源损
害评估为主。海洋自然资源指存在于自然界的空
气、水、沼泽地、沙滩、栖息其间的动植物等的总称。
之所以称为资源，因为这些物质都可以为人类的生
活与生产服务。但是，这种评估直到１９８９年瓦尔迪
兹溢油事件发生后才为公众所接受。在此之前，普
遍认为自然资源是无人经营的，所以无需对其损作
出赔偿。［２］（Ｐ５－６）可见，瓦尔迪兹溢油事件非常深刻地
影响了公众对自然资源的认知。作为一起环境突发
事件，渤海溢油事件同样深化了公众的环境意识和
海洋意识。在网络社会快速发展时期，渤海溢油事
件的评判已经超出了传统的专家学者共同体，普通
公众非常广泛地参与进来。他们通过网络就海洋环
境危机、政府在溢油事件处置中的缺陷等问题展开
批评，表明了公众对溢油事件深度的环境关心（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以及对国家海洋环境权益的
重视。这对深化公众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具有重要
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渤海溢油事件促使公众有关
海洋的认知上升到新的高度，促使他们更加关注海
洋开发中的生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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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海洋溢油事件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与环

境破坏，而且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而这并
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本文探讨了渤海溢油
事件的社会影响分析框架，既有溢油事件产生的负
面性的社会问题，也包括它说引发的积极的倒逼机
制。就渤海溢油事件的社会影响研究而言，本文着
重强调以下两点。
首先，渤海溢油事件的影响具有系统性、连锁

性、复杂性和潜伏性等特征。就系统性而言，溢油事
件的影响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系统，涉及生
态、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层面。就连锁性而言，溢
油事件不仅会造成海域污染、渔业与旅游业损失、生
物多样性破坏、公众健康受威胁，还会导致“国家—
社会”关系失调、社会恐慌乃至公众对海洋开发的态
度和支持力度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就复杂性而言，
溢油事件影响已经超越了直接的因果关系，出现了
很多相关关系，这在“环境—健康”议题中体现的更
为明显。就潜伏性而言，溢油事件的影响是长期的，
有的影响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凸显，因此，追踪研究十
分必要。
其次，亟待重视和加强溢油事件的社会影响评

价。溢油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和研究单位开展了
深入的环境影响评价和经济影响评价，而忽视了社
会影响评价。溢油事件的系统性、连锁性、复杂性和
潜伏性等特征说明，单纯的经济影响评价与环境影
响评价具有很大的缺陷和局限。因此，只有将社会
影响评价纳入评价体系，所开展的影响评价才可能
全面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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